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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源于希腊作家对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居住地的称谓, 此后被罗马人作为该地区行政区域的名称,

并逐渐成为称呼该地区的常用术语。 巴勒斯坦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 历史上该术语所指定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域发生过

较大变化。 本文探讨的是巴以分治之前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其地理范围南至内盖夫沙漠和亚喀巴, 北至加利利地区, 东至约旦

河, 包含现代以色列、 加沙、 约旦河西岸, 而非当前的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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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衰败土地” : 20 世纪前期犹太移民对
巴勒斯坦地区的环境想象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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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西方将巴勒斯坦描绘为与《圣经》中截然不同的荒凉之地, 并将此归咎于阿拉伯人。 犹

太复国主义兴起后, 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 但赋予自身“双重使命”, 即修复

巴勒斯坦“衰败土地”并救赎犹太民族。 伴随犹太移民的到来及其对土地的大量购买, 犹太人在上述环境

叙事的影响下, 开展排干沼泽与植树造林等大规模环境改造活动, 致力于消除疟疾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进而修复所谓的“衰败土地”, 加强犹太民族认同。 环境叙事和实践改善了犹太移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
使他们与巴勒斯坦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 成为之后以色列进行环境改造的模板。 但这种排他性叙事

和环境改造加剧了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间的矛盾, 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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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地区① 在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和复国主义运动中占有中心地位。 近代巴勒斯坦地区生态

环境脆弱、 土地贫瘠且缺乏水源, 与“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相去甚远。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试

图构建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性, 将巴勒斯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复国主义运动相结合, 从

而进一步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强化民族认同。 其中, 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及环境治理, 是犹太人将

对该地区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进行连接的重要手段。
 

这种环境叙事深受近代西方对西亚北非, 尤其是

巴勒斯坦地区的环境衰退论和文明退化论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以色列建国后的环境观念与

实践, 为后来的巴以关系和巴勒斯坦问题埋下了隐患。
国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以色列的环境、 景观生态保护及环境立法等方面,② 虽论

及 20 世纪前期犹太移民排沼和造林等活动, 但大多聚焦环境议题本身, 忽略了这些环境改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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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社会观念, 尤其是对犹太民族构建的影响。①
 

近年来, 戴安娜·戴维斯(Diana
 

K. Davis)提出

“环境东方主义”(Environmental
 

Orientalism),②
 

对中东环境叙事进行文化解读, 开启了中东环境史

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对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以色列的环境叙事和实践提供了新视角。③
 

国内学界则

鲜有直接论及以色列环境史的成果, 相关研究未从环境叙事的角度进行深入阐释。④
 

本文重点论述

20 世纪前期犹太移民环境叙事和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 分析这种观念对巴勒斯坦生态环境和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 以期对全面认识巴勒斯坦相关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 衰败的异域: 近代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环境想象

19 世纪以来, 西方在殖民扩张中对异域的认知具有“环境退化论”的色彩, 将亚非拉的自然环

境描绘成面临生态灾难且处于崩溃边缘的衰败景观。 这种“环境想象”在西方广泛传播, 后者以改善

生态环境、 促进当地发展为名, 通过所谓的“文明使命”进行殖民扩张。 按照近代西方的主流叙事,
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生态环境优越、 土地肥沃、 社会繁荣, 然而从伊斯兰时期开始, 当地人进行了

“原始”的农业和游牧活动, 将优渥的生态环境破坏殆尽。 因此, 为了修复衰退的环境, 殖民者占据

土地并进行农业改造, 为其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⑤

在《圣经》中, 巴勒斯坦是拥有所罗门王的花园和宫殿的繁荣之地。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 鲜

有西方人访问这一地区。⑥
 

随着西方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渗透, 对后者的环境认知也逐渐深入。 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 短暂占领巴勒斯坦, 使其再度引起西方的关注。 19 世纪中叶, 围绕“东方问

题”, 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展开争夺, 巴勒斯坦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穷乡僻壤”, 亟待西方

文明“救赎”。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 巴勒斯坦市场对外开放, 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兴趣

大增。 大批西方人怀着殖民占领、 朝圣或环境改造等目的来到巴勒斯坦, 很多人在此定居。 19 世纪

50 年代, 奥斯曼帝国修订《土地法》, 使外国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地产成为可能。 一些德国、 美国和

瑞典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 并建立了农业定居区。⑦

西方人往往通过文学、 摄影、 绘画和游记等不同方式记录巴勒斯坦的环境, 这些作品本身成

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建构, 进一步引起了西方人对巴勒斯坦的关注及对其环境的再想象。 19 世

纪末, 随着千禧年主义引发的宗教热情, 古老的巴勒斯坦越发受到西方的关注。 巴勒斯坦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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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的插图艺术形象变成了一个地理上的神话。① 例如, 美国印刷的《圣经》包含了大量伊甸园

式的插图, 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作为宗教圣地的想象, 将其描绘为遍布鲜花、 奶与蜂蜜的土地。②
 

然而, 西方人到达巴勒斯坦后往往对当地的环境感到失望, 发现其与宗教经典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英国旅行作家亨利·沃勒姆·莫顿(Henry

 

Vollam
 

Morton)在访问巴勒斯坦后感叹道: “那里没有华丽

的东方。”③

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下, 西方转而强调该地区的荒凉和衰败。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是较早来到巴勒斯坦的游历者。 1806 年 10 月, 他在耶路撒冷停留一周。 在他看来,
当时的耶路撒冷神秘、 阴森而病态, 这里遍布“小教堂、 祈祷室和清真寺的废墟”, 当地的建筑物

“方方正正, 低矮厚实, 既无烟囱, 又无窗户, 有平顶的, 也有圆顶的, 看起来要么像监狱, 要么

像坟冢”。④
 

墓地、 废墟、 监狱和死亡等字样充斥在他对耶路撒冷的描述中。 西方人试图在巴勒斯

坦寻找想象中的基督教古迹, 然而却目睹了单调、 荒凉、 神秘和病态的景象。
马克·吐温也曾于 1867 年访问巴勒斯坦, 其畅销作品《傻子出国记》向公众宣扬了荒凉和空旷

的巴勒斯坦形象, 成为 19 世纪西方著名的有关巴勒斯坦的记录。 他写道: “死海上面, 或者沿岸一

带, 根本没一样悦目的东西和生物。 这是片炙热、 荒芜、 讨厌的荒野”, “整个地方笼罩着灾祸的阴

影, 害得田地就此枯干”, “历史上最最庄严的名城, 久负盛名的耶路撒冷, 如今已失却古代一切显

赫气派……当年所罗门的财宝曾经赢得前来朝觐的东方女王赞羡不已, 如今早已化为尘土”。⑤

当时的画作和摄影也试图展现巴勒斯坦的景观。 苏格兰画家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创作

的巴勒斯坦风景画一度广泛传播。 罗伯茨作品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画作完美地迎合了当时

西方公众对巴勒斯坦的想象: 被沙土覆盖的纪念碑、 倾倒的柱子、 杂草覆盖的废墟, 这些意象构成

了一个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封闭、 冻结的空间, 这种“废墟美学”展现了当时西方人对巴勒斯坦的凝

视。⑥
 

许多英国和法国的摄影师前往巴勒斯坦, 带回的照片也与西方世界对巴勒斯坦的传统认知形

成反差。⑦
 

这些照片将耶路撒冷呈现为空旷与死气沉沉的地方, 而阿拉伯人很少出现在照片里, 使

这片土地显得似乎无人居住, 只有在《圣经》等宗教题材的作品中才会出现当地人的身影。⑧
 

这些画

作和照片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 强化了当时欧洲人对巴勒斯坦的认知与偏见。 巴勒斯坦在奥斯曼

帝国统治下似乎已萧条和衰败不堪, 但它依然对西方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方人由此赋予自己修复

巴勒斯坦的使命。
巴勒斯坦人也成为环境想象的一部分, 被赋予负面形象———无知、 愚昧, 抗拒现代文明。 一些

学者将巴勒斯坦的衰败归结为气候变化, 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巴勒斯坦人使然,⑨
 

其农业和育种技

术落后, 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水土流失严重。�I0
 

在西方人看来, 巴勒斯坦曾具有无与伦比的发展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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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但巴勒斯坦人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生态的衰败。 英国探险家乔治·怀曼·伯里( George
 

Wyman
 

Bury)甚至认为: “巴勒斯坦南部的阿拉伯人过着‘半野蛮的生活’……给人的印象是, 他们已经回到

了中世纪。”①
 

事实上, 古代大量文献曾记载了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繁荣的农业景观, 但这些文献却在 19 世纪

后被西方选择性忽视。 中世纪抵达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十字军在目睹当地农业景观时感到震惊, 发

现此处“覆盖着耕地与大量果园与花园。 这里有面积广阔的甘蔗种植园, 柑橘树、 香蕉树和椰枣

树……正茁壮生长”。②
 

现代考古勘探也发现,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巴勒斯坦的环境

退化,③
 

7 世纪巴勒斯坦的气候恶化并没有阻碍内盖夫等地区大量新定居点的建立与大规模灌溉农

业的发展, 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也并未伴随着巨大的破坏, 而是延续了罗马时期的繁荣。④
 

阿拉

伯人掌握着先进的农业技术, 并在 10—13 世纪通过发达的贸易网将糖、 棉花、 大米与柑橘类水果

从印度带到埃及和西班牙等地中海地区, 这些作物及栽培技术的传播在当地引发了社会变革。 伊斯

兰世界在防治病虫害、 使用肥料和灌溉等方面曾拥有先进的专业知识, 其统一与扩张使得高粱、 小

麦、 甘蔗和西瓜等作物及先进的耕作技术向外传播, 掀起了“伊斯兰绿色革命”。⑤

综上所述, 西方在 19 世纪对东方的环境想象, 是在东西方的商业与政治交往日益密切、 双方

冲突不断显现的背景下, 西方想象出一个不断衰败的东方, 体现了西方与东方间的权力关系。 在这

种知识权力之下, 当地阿拉伯人的本土生态智慧被完全否定, 并被视为巴勒斯坦环境衰败的责任

人, 从而为英国基于自身利益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铺平道路。

二、 从衰败到救赎: 犹太环境叙事的生成

在犹太人大流散期间, 巴勒斯坦仍然是其历史记忆的中心。 在犹太人看来, 巴勒斯坦的历史似

乎是静态的, “流着奶与蜜之地”成为其根深蒂固的印象, 被毁坏的圣殿与《旧约》的神话故事成为

长存的历史记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伴随西方殖民者对巴勒斯坦环境叙事的变化, 衰败的巴勒

斯坦更加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犹太人开始重新认识巴勒斯坦。⑥
 

巴勒斯坦的现实与尘封的历史

记忆相去甚远, 其原有的浪漫主义形象逐渐破灭, 反映出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繁荣—衰败二元论。⑦
 

犹太人则认为他们负有改造衰败土地的使命, 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则成为巴勒斯坦环境改造的

模板。
19 世纪末, 大量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他们认为, 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是巴勒斯坦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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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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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证据来看, 地中海沿岸的生态环境并未以某种方式不可逆转地退化, 也没有遭受任何持续的气候干旱, 更不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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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 使其从古代犹太人时期的鼎盛退化到奥斯曼时期的贫瘠状态。①
 

这种观念在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领袖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在日记中写道: 雅法充满“贫

穷、 痛苦和同性恋般的色彩”, 哭墙遍布着“丑陋、 悲惨的乞丐”, 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里弥漫着恶臭。
而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非常优越, 尽管当前它正处于衰败中, 但“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它可

以再次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②
 

赫茨尔撰写的小说《新故土》描述了犹太人将巴勒斯坦建

设成一个布满现代设施与铁路的新世界, 电线交织在地上与地下, 管道里流动着天然气与水。③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 与其移民计划密切相关。 巴勒斯坦地区为何衰败, 当地的阿拉

伯人在其中发挥了何种影响? 犹太人通过回答上述问题, 试图与巴勒斯坦建立现实的联系。 在西方

影响下, 犹太人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认为气候导致巴勒斯坦环境退化。 受到美国地

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 Ellsworth
 

Huntington)的影响,④
 

一些犹太人将干旱视为巴勒斯坦环境

衰败的原因。 考古学家马塔尼亚·佐哈尔(Mattanyah
 

Zohar)认为, 气候干旱导致巴勒斯坦早期文明

的周期性崩溃, 中东文明的重大变化与全球气候的变迁相吻合,⑤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占据主流。
1960 年出版的《希伯来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Hebraica)反驳了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观点, 该书

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巴勒斯坦发生了显著的气候变化, 该地区湖泊的水位没有发生明显下降。⑥
 

第二

种观点认为“沙漠民族”的入侵导致了环境的退化, 这种观念在 20 世纪前期就已形成, 在以色列建

国后仍为主流观点。 这种观念源于西方对阿拉伯人的认知, 认为“沙漠民族”对定居区的频繁入侵导

致了环境和城市文明的衰退。 以色列学者迈克尔·埃文里(Michael
 

Evenari)、 莱斯利·沙南( Leslie
 

Shanan)和纳夫塔利·泰德莫尔(Naphtali
 

Tadmor)等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将巴勒斯坦的沙漠化问

题归咎于“沙漠民族的入侵”。⑦
 

他们认为, 犹太人的到来可以纠正阿拉伯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重

新使这片土地适宜数百万犹太移民居住。⑧
 

犹太人将巴勒斯坦作为复国之地后, 需要重新解释当地

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问题, 并凸显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天然联系及其对巴勒斯坦进行现代

化改造的使命。 其潜台词在于, 犹太人移民不仅不会加剧巴勒斯坦的环境衰败, 反而有助于扭转这

种状况。
犹太人试图着力解构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⑨

 

在许多欧洲犹太人看来, 巴勒斯坦的

历史是停滞的, 仍然是犹太人的故土与精神家园。 1914 年, 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I0 将

巴勒斯坦形容为“为无地之民准备的无主之地”。�I1
 

他没有否认当地阿拉伯人的存在, 而是强调巴勒

斯坦缺少现代文明。 巴勒斯坦被描绘为类似美洲和非洲的未开发“处女地”,
 

当地的阿拉伯人也被视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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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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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 处于现代化进程之外, 需要西方加以救赎。①
 

然而事实上, 在 19 世纪末, 巴

勒斯坦地区已有将近 50 万人口。②
 

1891 年,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阿哈德·哈姆( Ahad
 

Ha-
am)曾指出, 巴勒斯坦“很难找到尚未耕种的耕地”, 阿拉伯人占有良田, 留给犹太人的土地都是

“沙土和石山”。③
 

但这类事实很快不再被欧洲犹太人所重视。
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环境的衰败归咎于阿拉伯人, 指出当地阿拉伯人过度放牧和伐木取

材, 使良田被毁、 沼泽遍布, 耕地与定居点面积不断缩减, 沙丘持续扩大, 最终巴勒斯坦只剩下绵

延不断的沙漠与疟疾肆虐的沼泽地。 他们认为, 阿拉伯人没有技术和能力改变巴勒斯坦的衰败, 而

犹太人通过建立定居点, 能够使巴勒斯坦得到重建与复兴。④ 即使是主张维护阿拉伯人权益的犹太

知识分子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也认为, 犹太人有权通过知识和汗水, 重新征服其祖

先的土地, 将巴勒斯坦从干旱和荒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⑤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卫·戈登

(A. D. Gordon)声称: “我们的国家曾经是流着奶与蜜的土地, 具有高等文化的潜力, 但现在却无比

荒凉、 贫穷与空虚———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对土地的权利, 暗示这片土地一直在等待

我们。”⑥

在此基础上, 如何对巴勒斯坦进行环境改造, 不仅是对环境的认知问题, 而且涉及犹太人移民

和复国的实践。 对他们而言, 犹太人需要通过农业劳动建立与土地的有机联系,⑦
 

改造巴勒斯坦的

衰败面貌, 而不只是在地理上迁徙到巴勒斯坦。⑧
 

如若不然, 犹太人还将在巴勒斯坦的衰败环境中

继续病态的流散生活。 这种救赎观使“旧犹太人”向“新犹太人”转变, 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生

活在巴勒斯坦, 创建世俗的、 生产性的社会。 换言之,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环境改造活动深度联

结。 这不仅在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迁徙并获取土地, 而且在于重塑犹太人的民族性。 犹太民族的救

赎与巴勒斯坦环境的改造是一体的。
当时以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为代表的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种环境与民族的双重救

赎观念并不认可,⑨
 

但其不能代表主流观念。 伴随着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和定居点建设, 以本·古

里安(David
 

Ben-Gurion)为代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环境改造付诸实践, 成为后来以色列建国

的重要意识形态和环境改造的基础。 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认为, 想要恢复巴勒斯坦的活力并复兴

圣经时代的美好, 就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活动彻底改造巴勒斯坦的环境面貌。 在 19 世纪末第一

次阿里亚(Aliyah)�I0 期间, 迁徙而来的犹太人就已经开始自觉改造环境。 西奥多·赫茨尔在日记里

说道: “只有大规模排水与消除沼泽, 这里才适合居住。”�I1 在 1903—1914 年第二次阿里亚运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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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巴勒斯坦出现了成规模的犹太社会(基布兹), 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巴勒斯坦的生态环境。 他们试

图通过种植树木恢复土地的生机, 通过排干沼泽治愈土地的疾病。①
 

与此同时,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

西方尤其是美国不断宣传这种环境改造观念, 塑造美好的愿景, 吸引西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获

得支持。 1915 年, 本·古里安抵达美国, 宣扬犹太复国主义。 他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移民不是为了

统治当地的阿拉伯人, 而是通过劳动来救赎巴勒斯坦, 改变在长期流散中退化了的犹太人, 重建自

己的家园。 他认为, 在犹太移民的带动下, 巴勒斯坦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 犹太人开发阿拉伯人无

法耕种的土地, 将带来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与资本,②
 

尤其是将对内盖夫沙漠的治理作为以色列建国

的重要基础, 以此证明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合理性。③

犹太移民计划利用医学、 昆虫学、 农学和兽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 引进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技

术, 募集资本用以修复土地。④
 

犹太人定居点和城市景观也借鉴欧洲的风格, 多采用直线和方格形

式, 形成简洁有序的开阔空间。 他们重视通过现代技术复原《圣经》中的古代景观, 犹太民族基金

会⑤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早期的任务之一, 便是分析土壤、 气候和植被。⑥
 

该基金会推动开发

内盖夫沙漠等阿拉伯人无法利用的地区, 借助先进的灌溉技术使其重新展现古代肥沃花园的样貌。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前期,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 认为巴勒斯

坦处于衰败状态。 但与西方所不同的是, 犹太人具有修复巴勒斯坦衰败环境的使命感, 因而构建了

衰败—救赎的叙事模式。 犹太人将其民族历史记忆植入其中, 强调阿拉伯人对环境的破坏, 而犹太

人有能力将巴勒斯坦从贫瘠、 落后的状态修复成一个生机勃勃、 健康与富有生产力的现代生态环

境。 借此, 他们试图建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进行生产实践的合理性, 为犹太人的环境改造、 民

族性重塑及移民社团的建设等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三、 修复衰败土地: 环境叙事驱动下的环境治理活动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不仅在于建构犹太移民的合法性, 而且旨在解决一系列现实问

题, 包括如何吸引欧美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如何改善巴勒斯坦的生存环境, 以及如何加强犹太

移民社群的团结等。 环境叙事成为建构犹太民族身份的制度化工具。⑦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环境的改

造具有所谓双重救赎的性质, 既改善生活环境, 又改造犹太人的民族性格。 他们认为, 巴勒斯坦的

大片沼泽和沙漠是一种病态的象征, 也是犹太人大流散的寄生性的隐喻。 自 19 世纪末以来, 排干

沼泽和植树造林既是对环境的救赎, 又被视为对犹太人自身的救赎。 他们试图将巴勒斯坦恢复到阿

拉伯人到来之前的状况, 实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3-94.

 

参见[美]赛斯·西格尔著, 陈晓霜、 叶宪允译: 《创水记: 以色列的治水之道》,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6-20 页; Aharon
 

Kellerman, Society
 

and
 

Settlement:
 

Jewish
 

Land
 

of
 

Isra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5-247。

 

Joseph
 

F. Getzoff, “Zionist
 

Frontiers:
 

David
 

Ben-Gurion, Labor
 

Zionism, and
 

Transnational
 

Circulations
 

of
 

Settler
 

Development,”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Vol. 10, No. 1
 

(2020), pp. 75-83.
Libby

 

Robin, “Ecology:
 

A
 

Science
 

of
 

Empire?”
 

in
 

Tom
 

Griffiths
 

and
 

Libby
 

Robin, eds. , Ecology
 

and
 

Empire:
 

Environmental
 

Histo-
ry

 

of
 

Settler
 

Socie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65.

 

犹太民族基金会成立于 1901 年, 创建之初的目标在于募集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捐款, 购买巴勒斯坦土地并进行开发或垦

殖, 将其转化为犹太人的集体财产。 参见 Ravit
 

Hananel, “Zionism
 

and
 

Agricultural
 

Land:
 

National
 

Narratives,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and

 

Land
 

Policy
 

in
 

Israel,”
 

Land
 

Use
 

Policy,
 

Vol. 27, No. 4(2010), p. 1161。
Irus

 

Braverman,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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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d
 

Landscape:
 

Zionism, Nature, and
 

Resistance
 

in
 

Israel / Palestine,”
 

Nature
 

Resources
 

Jour-
nal, Vol. 49, No. 2

 

(Spring
 

2009), p. 335.

 

参见[美]彼得·L. 伯格、 [美]托马斯·卢克曼著, 吴肃然译: 《现实的社会建构: 知识社会学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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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阿里亚期间,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环境治理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次阿里亚的先锋精

神① 兴起后, 犹太人开始有组织、 成建制、 大规模地进行环境改造。 犹太民族基金会及其下属的巴

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Palest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② 主导了土地购买和生态改造, 资助犹太

移民建立了基布兹和莫沙夫(Moshav)③
 

等定居点, 支持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和环境治理。 在 20 世纪

上半叶, 上述活动保障了犹太社团的生存, 激发了犹太人的复国热情。 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改造, 犹

太人得以扎根巴勒斯坦, 为以色列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排干沼泽与净化“病态”环境

19 世纪, 巴勒斯坦的沼泽集中分布在沿海平原与内陆谷地。 在北部哈代拉(Hadera)和南部阿什

凯隆(Ashkelon)之间的中部沿海平原, 分布着 500 ~ 800 个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的沼泽, 集中在雅

法以北。④
 

其他沼泽分布在北部沿海平原、 耶斯列谷地、 贝特谢安谷地、 萨努尔谷地和胡拉谷地等

地区。 19 世纪后期, 大量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沿海平原和谷地的沼泽区域自然环境恶劣, 疟

疾高发、 人口稀少, 但这些土地相对容易购买。 在英国委任统治之前, 犹太人的定居点大都位于这

些地区。 1945 年, 犹太人所拥有的 66%的土地集中在谷地和沿海地区。 至委任统治时期结束时, 犹

太人占有巴勒斯坦 23%的沿海平原、 30%的北部谷地和
 

4%的山地。⑤

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犹太移民积极对生态加以改造。 尽管奥斯曼帝国晚期加强了公共卫生建设,
但疟疾、 霍乱和伤寒等流行性疾病仍长期在巴勒斯坦肆虐。 沼泽的普遍存在为各种疾病的传播提供了

条件, 排干沼泽有助于根除疟疾等传染病。 大片沼泽的存在也限制了犹太移民的活动空间, 治理沼泽

地不仅能够增加巴勒斯坦的耕地面积, 而且可以推动犹太定居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吸引更多移民。
此外, 排干沼泽具有抛弃“寄生”的强烈隐喻, 有助于塑造新的犹太精神。 犹太移民将沼泽地视

为巴勒斯坦土地与犹太民族的病态象征。 大卫·戈登曾说: “我们必须与各种寄生现象斗争, 这种

寄生现象也植根于我们之中。”⑥
 

犹太人试图通过体力劳动实现自我改造, 克服经济上的寄生性。⑦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 犹太人民与其古老土地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犹太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⑧
 

在现

实中, 加强生产劳动, 改造衰败和病态的土地(沼泽地)能够重新建立这种历史联系, 进而改变犹太

人大流散时期虚弱、 胆怯、 不从事劳动生产的病态形象。 哈伊姆·魏茨曼提出: “似乎上帝已经用

岩石、 沼泽和沙子覆盖了巴勒斯坦的土地, 所以它的美丽只能由那些热爱它并将毕生致力于治愈其

伤口的人来展现。”⑨
 

因此, 对环境的救赎也被视为犹太民族自身的救赎。 排沼活动还被塑造为犹太

移民与疟疾传染病的斗争, 是一场对“不健康”的“畸形土地”的征服过程, 也被视为犹太民族精神

的一部分。
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沼泽地展开了大规模治理, 深刻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源于希伯来语, 音译为哈鲁兹(Halutz), 意为开拓犹太定居点的先锋(The
 

Pioneer), 旨在训练青年从事农业和植树造林等

土地开垦活动。 参见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p. 80。

 

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PLDC)成立于 1908 年, 主要从事土地购买与开发活动。

 

“莫沙夫”为犹太社会组织, 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型农业社区, 实行土地私有、 本人劳动和共同销售的发展模式。
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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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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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1798-1918,”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 eds. ,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12.
Jacob

 

Metzer, The
 

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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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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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6.
Zeev

 

Sternhe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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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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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ish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98, p. 63.

 

沼泽地常与疟疾联系在一起, 疟疾通常由被按蚊叮咬或带疟原虫患者的血液传染。 这种传染方式使犹太人联想到自己以商

业和借贷为生、 不事生产的寄生状态。 参见 Sandra
 

M. Sufian, Healing
 

the
 

L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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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Malaria
 

and
 

the
 

Zionist
 

Proje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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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e, 1920-1947,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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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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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1995, pp.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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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当地的生态景观。 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购买土地后, 排干沼泽通常与犹太

移民定居点建设和拓荒运动同步进行, 对定居点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19 世纪末, 雅法北部的佩塔

提克瓦(Petach
 

Tikva)、 凯撒利亚(Caesarea)南部的哈代拉(Hadera)等早期定居点曾经疟疾肆虐。 经

过近十年的努力, 这些定居点的沼泽地被排干并变成良田, 定居点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得以改善。 到

20 世纪, 犹太民族基金会成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的重要机构, 并广泛参与复国主义运动,
为各个定居点的排沼活动提供资助。 《贝尔福宣言》极大鼓舞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的热情, 为犹

太民族基金会购买土地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1920 年, 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进一步明确了犹太民族

基金会的职能分配与土地购买政策, 使其土地购买活动急剧增长。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 分

布在耶斯列谷地、 马阿甘·迈克尔( Ma'agan
 

Michael)基布兹附近的喀巴拉( Kebaa'ra)、 泽沃伦( Ze-
vulun)谷地和贝特谢安谷地的大部分沼泽均被排干。①

巴勒斯坦北部耶斯列谷地的排沼活动尤为关键。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犹太民族基金会在购买

土地时会优先考虑将土地连接成片, 避免犹太定居点的孤立或分散。 购买耶斯列河谷能够有效促成

犹太定居点在地理上连接。②
 

基金会购地代理人约书亚·汉金(Yehoshua
 

Hankin)认为, 耶斯列谷地

具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 能够为犹太移民提供更多农业用地。 为此, 他为购买耶斯列谷地而开展

长期谈判, 购得谷地西部的纳哈拉尔(Nahalal)和东部的努里斯(Nuris)地区。 此后, 犹太人在纳哈

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莫沙夫定居点。 然而, 耶斯列谷地遍布沼泽, 大量洼地与水坑为按蚊的繁殖提供

了便利。 泛滥的沼泽淹没了低洼地区, 形成季节性沼泽与永久性沼泽, 使得这些地区疟疾肆虐。 为

此, 德国建筑师理查德·考夫曼(Richard
 

Kaufman)将纳哈拉尔的莫沙夫设计为圆圈排列, 包含内外

圈。 内圈容纳公共设施与工人住所, 外圈容纳牲畜, 以此减少疟疾传染。③ 犹太工人总工会(Hista-
drut)④ 也参与到排沼活动中, 以促进移民就业。 大量资金被用于纳哈拉尔与努里斯两地的排水活

动, 约 400 人在当地从事耕作、 排水、 灌溉和修筑道路等工作。 犹太劳工采用机械设备, 修筑地下

排水管道, 改变水流方向。 1924 年, 犹太移民已基本将该地区的沼泽转变为良田, 定居点几乎再未

出现疟疾新病例。 耶斯列谷地排沼活动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自豪感, 也为犹太人实施现代农业革命

提供了良好条件。 他们将谷地沼泽开垦为肥沃的农业土壤, 引进合成肥料与机械设备, 大力发展高

投入的技术密集型农业。
与此同时, 沼泽地的排干计划加剧了犹太移民、 阿拉伯人与委任统治政府的纠纷。 英国委任统

治当局将沼泽地视为未开发的无主荒地, 政府有时愿意将这种土地租给犹太人, 鼓励他们排干沼泽

和治理疟疾。⑤
 

然而, 沼泽地为当地阿拉伯人提供了独特的生态资源, 排沼活动往往破坏了阿拉伯

佃农的生计, 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⑥
 

以色列北部的纳米恩( Na'amien)沼泽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Yoram
 

Yom-Tov,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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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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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in
 

Daniel
 

E. Orenstein, et
 

al. , eds. , Be-
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p. 60.

 

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认为, 犹太人定居点形成的“ N 型”模式是土地与人口的有力支

柱。 “N 型”具体指代犹太人在西至地中海沿岸、 北至加利利湖和中部耶斯列谷地形成的连片定居点, 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 N 型”。
参见 Ras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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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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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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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Vo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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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成立于 1920 年, 由犹太复国主义各个劳工政党组建, 目标在于促进犹太移民活动。

 

委任统治政府也开展了部分排干沼泽的活动, 希望以此缓解疟疾传播, 但其排沼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

 

1858 年奥斯曼帝国实行新的土地法后, 大量阿拉伯农民成为佃农, 拥有对未开垦荒地的耕种权。 犹太人排干沼泽的措施

改造了当地的水文环境, 往往会对阿拉伯佃农的农业、 渔业和放牧活动产生危害, 造成阿拉伯人流离失所。 犹太购地机构往往需要

给阿拉伯农民支付补偿金, 或者为他们预留出足够的土地。 参见 Barbara
 

J. Smith, The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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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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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stine: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20-1929,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pp.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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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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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8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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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地之一。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尚未将土地购买与开发的重点放在该地区。
到 30 年代以后, 该组织多次提议政府组织排干纳米恩沼泽。 1932 年, 英国卫生部门首次提出排干

纳米恩沼泽的计划, 包括加深河道、 挖掘排水沟和填平低洼地等措施, 目标是将该沼泽改造为渔业

区。①
 

然而由于资金不足, 该计划未能实施。 1935 年, 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② 负责人摩西·
夏里特(Moshe

 

Sharett)建议租购纳米恩沼泽, 但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与民族冲突的不断升级, 遭到

委任统治政府拒绝。 直至 1942 年, 委任统治当局为减少士兵疟疾发病率, 才开始清理沼泽。 以色

列建国后, 纳米恩沼泽被完全排干。
另一重要案例发生于北部上加利利地区(Upper

 

Galilee)的胡拉谷地(Huleh
 

Valley)。 胡拉谷地有

巴勒斯坦最大的湿地, 当地生活着数千名阿拉伯村民, 他们采集纸莎草制作席垫和篮子。③
 

犹太移

民认为, 该地区的沼泽被排干后能够提供广阔的、 有价值的农业用地, 对犹太移民至关重要。④
 

1934 年 10 月, 约书亚·汉金以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的名义购买了胡拉谷地的特许权。⑤
 

早期的

排水措施包括燃烧纸莎草以使土壤干燥、 清理该地区的植被和在低洼水池上喷洒煤油以杀死按蚊幼

虫等。⑥
 

然而, 胡拉湿地排干工程的成本过于高昂, 预计将高达 500 万法郎。⑦
 

当地的阿拉伯人要

求英国委任统治政府补偿损失, 其强烈抗议活动阻碍了沼泽排干工程的推进。 加之 1936—1939 年

阿拉伯起义的发生, 使犹太人无法获得委任统治政府的资金支持, 排水计划未能实现。 以色列建国

后, 犹太民族基金会重新宣布了排干胡拉湿地的工程计划。 直至 1958 年, 排干胡拉沼泽的任务才

最终完成。
总体来看, 犹太人对沼泽的治理方式因地而异, 主要包括建立地下排水系统、 河道整治、 建设

排水沟和灌溉沟、 开凿运河和种植桉树等办法。 这些工程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与高昂的资金投入。 在

委任统治时期, 委任统治政府启动了以消除疟疾为目标的城市排水项目,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开展

大型农村排干沼泽的计划,⑧
 

但有时实际工作也会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 犹太移民及工程公司联合

承担。⑨
 

在 20 世纪上半期, 尽管这些环境治理工程并未全部完成, 但其奠定了日后以色列环境治理

的重要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 以色列建国后, 纳米恩沼泽与胡拉沼泽等最后几个大型沼泽地被排

干, 巴勒斯坦地区总计 18 万杜纳姆的沼泽地被整治殆尽, 疟疾得到根除。�I0
 

大多数沼泽地被排干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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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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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Vol. 60, No. 1(2024), p. 86.
该组织为哈伊姆·魏茨曼于 1929 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 总部设在耶路撒冷, 在帮助犹太人定居、 安置犹太移民、

争取国际支持与发展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胡拉谷地遍布湿地, 水草丰美。 当地阿拉伯村民长期奉行“半游牧主义” ( Semi-nomadism), 在湿地上饲养成群的水牛和骆

驼, 在不同草场之间阶段性迁徙。 参见 Ghazi
 

Fala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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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喀巴拉(Kabbara)地区的排水工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委任统治政府联合行动的结果, 他们计划在该地区排水

以发展盐业, 打造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农业。 参见 W. P. N. Tyler,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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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耕地, 为以色列大力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 排干沼泽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生态

环境, 对阿拉伯人的农牧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①
 

阿拉伯人不仅被限制放牧, 而且被委任统治政府

禁止进入林业保护区。 此外, 对沼泽湿地的过度排干使得地下水位下降与土壤干燥, 化肥残留物硝

酸盐浓度过高, 对农作物产生危害, 也使物种数量大为减少。 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巴-盖尔(Yoram
 

Bar-Gal)和什穆埃尔·沙迈(Shmuel
 

Shamai)认为, 犹太复国主义所构建的环境叙事被夸大, 大面积

排干沼泽的行为并无必要。②

(二)植树造林与巴勒斯坦景观的改造

森林同沼泽一样,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树可以牢固扎根在巴勒斯坦的

土壤中, 能够充当“代理移民”的角色。 每棵树代表一个犹太个体, 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森林, 象

征着植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③
 

树木一旦扎根, 便象征民族的重生。 因此, 正如犹太人将排干

沼泽视为对土地的治愈, 植树既能通过在土壤中扎根来改善巴勒斯坦衰败的景观, 又能够象征性地

成为连接犹太人与土地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层面, 植树造林也能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独特价值。 首先, 植树造林能够直接改善土

地状况与生存环境。 犹太民族基金会是第一个在巴勒斯坦地区植树造林的犹太人移民组织, 以色列建

国后, 该组织成为林业的主管机构。 基金会土地开发主管约瑟夫·魏茨(Joseph
 

Weitz)④ 大力倡导造

林计划, 他认为: “即使所有的土地都适合农业耕种, 也必须将一部分土地留给森林, 特别是在山坡

地区, 防止雨季从山上流过的溪流把大部分肥沃的土壤带到海里。”⑤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三任主席、
植物学家奥托·瓦尔堡(Otto

 

Warburg)也认为, 植树造林将改善以色列的气候并有助于经济发展, 他建议

将亚洲、 澳大利亚和非洲的树种引入巴勒斯坦。⑥
 

其次, 植树可以快速划定土地, 造成犹太人占有土

地所有权的既定事实, 确保更多土地被纳入犹太人的控制。⑦
 

新的林地景观淡化了当地阿拉伯人的

生存轨迹和历史痕迹, 从而干扰了景观记忆。⑧
 

奥斯曼时期的土地法规定树木的所有权与土地所有

权分离, 但种植三年的树木将成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 如果犹太人不种植树木, 这些土地将保留为

自然放牧区, 对阿拉伯人开放, 而犹太人建造的人工林地往往最终演变为犹太人定居的标志。 结

果, 植树成为占据巴勒斯坦更多空间、 掩盖阿拉伯人历史痕迹的重要手段。 最后, 树林能够提供美

学价值。 许多犹太移民来自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 他们对巴勒斯坦环境面貌的改造暗含着对欧洲景

观的强烈渴望。⑨
 

同时, 他们期望在巴勒斯坦的荒凉土地上复兴《圣经》中的景观。 《圣经》和犹太法

典等古代文献描述了森林茂密的场景, 表明古代以色列的大部分土地被森林覆盖, 拥有 20 多种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排水活动往往使得牧群的饮水处变得干涸。 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末, 巴勒斯坦北部胡拉山谷的阿拉伯人失去了牧群原有的

饮水地, 更多土地被用于支持犹太定居者从事集约灌溉农业。 参见 Roza
 

El-Eini, Mandated
 

Landscape:
 

British
 

Ru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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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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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在罗马统治时期之前, 撒玛利亚、 卡梅尔山、 加利利和赫尔蒙山都被森林或常绿树木所覆盖。①

巴勒斯坦地区的树林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曾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伐木、 建筑、 木炭生产和过度

放牧使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天然树林与灌木丛已然消失。②
 

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易

卜拉欣帕夏统治时期, 他在巴勒斯坦境内大肆砍伐森林, 为埃及提供造船和取暖所需的木材, 致使

中部丘陵和山谷中仅存的森林被砍伐殆尽。③
 

19 世纪中期, 蒸汽动力锯木机使得森林砍伐的效率大

幅增长, 至 1900 年巴勒斯坦仅存约 100 平方公里的天然林, 它们通常被分割成一片片小而孤立的

林地。④
 

到 20 世纪初, 最后一次对森林的重大破坏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土耳其军队为修建

通往西奈半岛的铁路, 砍伐了沿海沙龙平原和其他地区的大量森林, 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橡

树、 杉树和橄榄树的数量严重减少, 约 60%的橄榄树被砍伐用作燃料, 卡梅尔山上的松树林也被夷

为平地。⑤

委任统治开始后, 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林业部门和犹太民族基金会开始合作, 试图恢复天然林

并重新造林。 1920 年, 委任统治当局颁布树木保护条例, 设立林业局主管林业工作。 条例宣布巴勒

斯坦境内所有森林均受政府保护、 控制和管理, 并划定 40 多个林业保护区, 规定砍伐树木必须得

到官员许可, 并对放牧做出严格限制。⑥
 

尽管英国当局恢复植被政策的初衷可能并非出于环保的考

虑,⑦
 

但这项政策客观上保护了林地风景区, 并使卡梅尔山和梅隆山等地的林地得以缓慢恢复, 为

犹太民族基金会的植树造林活动提供了便利。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植树造林活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其中犹太民族基金会承担了大部分

工作。 大规模种植森林的系统规划最初在 1903 年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提出, 大会决定将

植树造林作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重要手段。 有关专家在进行考察后, 建议优先种植橄榄树

等果树, 认为果树有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这一提议, 犹太移民在 1908 年建设了第一

块林地, 并以赫茨尔的名字命名。 这片林地主要栽种橄榄树、 葡萄藤和少量杏树, 但由于计划失

误和行政问题, 种植的数十万棵树仅有约 20
 

000 棵存活下来, 预期的经济利润化为泡影, 宣告

了以农业项目为导向的造林政策的失败。⑧ 此后, 植树造林政策被重新拟定, 桉树和松树逐渐成

为主要树种。
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垦殖协会也参与了小规模的植树造林, 他们在新定居点附近展开造林活动。

在此期间, 桉树成为首选树种, 在 1920 年前种植的树种中约有 78%是桉树。⑨
 

第一批桉树种子于

19 世纪 80 年代从澳大利亚运往巴勒斯坦, 第一棵桉树也是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进口而来,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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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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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植被的计划与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理念产生了共鸣, 政府认为需要改善巴勒斯坦的贫瘠景观, 防止土壤侵蚀与荒漠

化, 因此将植树造林纳入其殖民战略中。 因此委任统治政府限制阿拉伯人放牧, 以保护巴勒斯坦的原生林。 政府的林业工作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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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在特拉维夫南部伊休夫的农业学校。①
 

桉树种植的流行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 桉树是快速生长

的树种, 6 年内可以长到 20 米高, 树干半径达到 1 米; 其次, 桉树对排干沼泽十分有效, 能够在湿

地中吸收大量水分。 通过这种方式, 桉树将植树和沼泽排水这两项富有象征意义的生态活动结合起

来, 推进了犹太复国主义开垦土地的目标。 例如, 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 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垦殖协

会大规模引进桉树, 用于哈代拉的沼泽排水。 不久后, 桉树种植就扩展到了佩塔提克瓦和兹奇隆亚

科夫(Zichron
 

Ya'akov)。 1908 年果树种植项目遭遇失败后, 桉树便成为定居点种植的最主要的树

种。 这种树通常在春季种植, 逐渐成为犹太定居点的一大特征, 阿拉伯人甚至一度称桉树为“犹太

人的树”。
随着大量沼泽地排水工程的成功和疟疾发病率的下降, 桉树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优先选择的

树种。②
 

在 1920 年至 1925 年间, 犹太民族基金会种植的所有树木中有 53%是桉树, 一年后降至

32%。 到 1930 年, 犹太民族基金会几乎不再种植桉树。 此外,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 单一种植桉

树容易对土壤、 水文、 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更为系统的林业

工作逐步展开, 松树、 金合欢树和柏树逐渐取代桉树成为最主要的种植树种。 在这一阶段, 阿勒颇

松(Aleppo
 

Pine)成为犹太民族基金会种植人工林所使用的主要树种。 1926 年, 犹太民族基金会在

巴勒斯坦种植的 69
 

335 棵树中, 阿勒颇松树的比例已占到一半以上, 1930 年这一比例继续增长,
至 1934 年达到 98%。③

 

阿勒颇松又称耶路撒冷松, 植物学家迈克尔·佐哈里( Michael
 

Zohary)将它

视为《圣经》中的油树, 后来的研究表明阿勒颇松是远古时期从北非引入巴勒斯坦的树种。 这种树能

够适应多种气候, 拥有在各种土壤中茁壮成长的能力, 存活率极高, 易于种植且成长速度快。④
 

此

外, 20 世纪 30 年代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英国政府的冲突持续加剧, 使得犹太民族基金会更倾向于

选择大规模单一种植阿勒颇松, 以尽快控制更多的土地。
然而, 更加单一化的树种种植同样产生了有害后果。 阿勒颇松的易燃性使其在阿拉伯人与犹

太人的冲突中经常成为纵火燃料, 茂密的松树林地使得野生动物生存的生态系统恶化, 生物多样

性受到影响。 大多数种植区进行了深耕并喷洒除草剂, 严重危害了当地的植物群落和野生动物。
松蚜等病虫害在大规模单一化的松树种植中更易传播, 害虫会使树枝干枯, 有时数月内便可导致

树木死亡。⑤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犹太民族基金会逐渐改变其造林政策, 将种植密度降低并调整

种植间距, 树种也更加丰富, 不仅将松树与原生林一起种植, 而且推动灌木丛和阔叶林逐渐

恢复。⑥

物种入侵所带来的危害在该时期也逐步显现。 在“田园城市”与“田园郊区”等理念的影响下,
犹太定居点通常会为树木和花园设立专门的区域。 20 世纪初的景观设计师通常认为, 巴勒斯坦本土

的自然景观太过贫瘠, 主张大量引进外来物种。 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大约有 250 个外来物种从 20
个国家引入巴勒斯坦, 包括柏树和为稳定沙丘而进口的怪柳、 石松及澳大利亚的金合欢树等。⑦ 大

量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 带来了相当大的生态破坏。 例如, 金合欢是英国林业学家使用最多的用

来稳定沙丘的植物, 不幸的是, 它成为一种有害的入侵物种, 开始主宰海岸景观, 破坏了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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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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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平衡。①
 

在以色列的一些地区, 物种入侵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20 世纪上半叶, 大部分树林被种植在巴勒斯坦中部和北部较湿润的地区。 它们包括约 51%的

松树林、 约 8%的桉树林和约 27%的混合林, 剩余为橄榄树等其他原生树种。②
 

在 1948 年之前, 犹

太民族基金会种植了最多 13
 

000 杜纳姆(约 1300 公顷)的林地。③
 

尽管相较于委任统治政府种植的

54
 

000 杜纳姆(约 5400 公顷)林地,④
 

这一数字相形见绌, 但是其形成了辐射效应, 在以色列建国

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植树造林的总面积便超过了整个委任统治期间的造林面积。 此外, 植树逐渐

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重要的宣传工具, 后者通过景观构建记忆, 用以呼吁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犹太人返

回以色列。 1920 年, 犹太历 5 月 15 日的“古树日”(Tu
 

Bishvat)被完全改造为犹太复国主义式的植树

节: “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乖乖地排成队, 挥着铲子种下象征他们的幼树。”⑤ 在植树完成前后, 犹

太民族基金会还推出捐赠证书和邮票作为构建认同的有效手段, 使世界各地犹太人感受到他们通过

树木与巴勒斯坦土地联结在一起。 犹太民族基金会第一任主席约翰·克瑞穆尼斯基(Johann
 

Kreme-
netzky)鼓励制作特殊邮票, 将犹太移民定居与植树的场景描绘在邮票上。⑥

 

这些物件呈现了未来犹

太国家的景观蓝图, 引发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家园的想象。

结　 语

长期以来, 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耶路撒冷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居于重要地位, 同时也是流散的

犹太人历史记忆的中心。 然而他们对巴勒斯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经典的影响, 缺乏对巴勒

斯坦地区客观的、 现实的认知。 近代之后, 大量西方和犹太探险家、 学者到达巴勒斯坦, 他们观察

到的当地环境和社会现实与其历史记忆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东方主义的叙事逻辑下, 西方将巴勒斯

坦地区视为环境衰退与文明退化之地, 有些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 更多的学者则强调所谓

“沙漠民族入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种扭曲的文明观念是近代西方对西亚北非地区认识的缩影,
深刻影响了近代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想象: 一方面, 一些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该地区环

境和文明退化的说辞; 另一方面, 犹太人认为自身具有重新改造巴勒斯坦环境、 推动该地区“文明

化”的使命。 这种环境观念隐含着双重救赎, 即对巴勒斯坦环境的救赎与对犹太民族的救赎。 由此,
犹太复国主义者构建了阿拉伯人的衰败与犹太复兴的二元叙事模式, 试图将巴勒斯坦贫穷和落后的

蛮荒之地修复为生机勃勃的新家园。 这些认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建立了犹太移民之间的关联, 同

时也试图解构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 犹太移民在“让沙漠开出花”口号的感召下, 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修复实

践, 主要体现在排干沼泽与植树造林等方面。 这些活动通常伴随着土地购买、 移民和土地开垦等活

动, 并成为巩固犹太定居点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 环境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修复巴勒斯坦

土地、 救赎犹太民族和恢复宗教经典中田园景观等使命。 现实中的环境修复与历史记忆、 犹太民族

的革新相互链接, 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合法性, 有助于提升犹太移民的民族认同。 在犹太移民

控制的土地中, 大部分沼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排干, 大大降低了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 大量树木

栽培的成功也为建国后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打下了基础。 尽管以色列建国前犹太移民占据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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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例如为消除疟疾、 捕食蚊虫而引入的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进入洼地后, 使得火蝾螈的幼虫被食蚊鱼大量捕食, 造成了相当

大的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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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对有限,①
 

环境改造实践及其影响更多是局部性的, 但这些经验为此后以色列进行环境治理和

改造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样板。
犹太人早期对巴勒斯坦的环境叙事模式, 深深植根于西方关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环境退化论”,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文明等级论。 沼泽和沙漠等景观只是自然现象, 但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

者将其赋予文化意涵, 成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畸形景观, 需要施加所谓的“生态改造”, 并以此强化

民族认同, 为犹太移民提供合法性。 然而, 早期犹太移民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改造, 不仅产生了负面

的生态影响, 而且恶化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环境, 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持续冲突。 阿拉伯人被排除

在犹太人的环境叙事之外, 其古老的生态智慧遭到否定, 影响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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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West
 

depicted
 

Palestine
 

as
 

a
 

barren
 

landscape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depicted
 

in
 

the
 

Bible, and
 

attributed
 

this
 

deterioration
 

to
 

the
 

Arab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Zi-
onism, it

 

followed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of
 

Palestine, but
 

endowed
 

itself
 

with
 

a
 

“ dual
 

mis-
sion”

 

of
 

restoring
 

the
 

“degraded
 

land”
 

of
 

Palestine
 

and
 

redeeming
 

the
 

Jewish
 

nation. With
 

the
 

influx
 

of
 

Jew-
ish

 

immigrants
 

and
 

substantial
 

land
 

acquisition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ex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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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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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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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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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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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r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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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productivity. This
 

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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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graded
 

land”
 

while
 

reinfo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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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dentity.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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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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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
ity

 

for
 

Jewish
 

immigrants, facilitat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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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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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st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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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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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in
 

Israel. However, this
 

exclusive
 

narrative
 

and
 

cor-
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exacerbated
 

tensions
 

between
 

Arab
 

and
 

Israeli
 

communities, sowing
 

seeds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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